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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二十五王朝的国都设在努比亚的涅巴塔，沙巴卡征服了埃及之后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居住在孟菲斯。参
见:László Trk，The Kingdom of Kush:handbook of the Napatan-Meroitic civilization，Brill:Leiden，New York and
Kln，1997，p． 167。
从他者到我者: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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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埃及人很早就建立了我者与他者的族群概念，用以区分埃及人与非埃及人。生
活在尼罗河中上游的努比亚人则是埃及人眼中的他者，但是努比亚人长期受到埃及文明的熏陶，
接受并吸收了埃及文化，建立了埃及第二十五王朝。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第二十五王朝的统治
者们顺应埃及原有的统治方式，特别是在对外交往上，力图恢复埃及昔日的辉煌。在努比亚人统
治的过程中，努比亚人由他者转变成了我者，融入了埃及社会。
关键词:我者;他者;努比亚人;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对外交往
中图分类号:K411． 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3-0130-09
基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古代埃及人很早就建立了我者与他者的族群概念。对于古代埃及
人来说，我者是指居住在古埃及疆域内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群
体，亦即埃及人;而居住于这个地域范围之外与古埃及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语言文化、生活习俗
和宗教信仰的群体就是他者，即非埃及人。［1］根据这一概念，生活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人，西部的
利比亚人，以及埃及北部的亚洲人都属于他者，埃及人称他们为“哈苏提乌”(hast) ，即“外国
人”。［2］纵观埃及的历史，生活在埃及的他者并非少数，努比亚人、利比亚人、犹太人、亚洲人都在埃
及的历史上留下了足迹，并最终融入了埃及社会。我者接受了他者，同时他者也接受了我者的语言
文化、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我者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双方的互动与转化。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公
元前 747 年—前 664 年)的建立就是他者成为我者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又被称为库什王朝或努比亚王朝，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努比亚人建立的王
朝。自埃及第四王朝开始，埃及与努比亚之间就建立了联系，至新王国时期，埃及成功地将自己的
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努比亚地区，并确立了对努比亚的统治权。到了第三中间期，埃及对努比亚的控
制权逐步减弱，公元前 8 世纪前中期，埃及最后一任库什总督帕米乌的任期结束，埃及彻底丧失了
对努比亚的统治权，努比亚本土政权逐渐兴起。就在这一时期，努比亚人开始向埃及进攻，并逐步
掌控了底比斯的政权，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的统治。公元前 716 年，沙巴卡(公元前 716 年—前
702 年)已任第二十五王朝的国王。第二年，沙巴卡率军前往北方，占领了孟菲斯，并以孟菲斯为中
心对埃及以及努比亚进行统治。①在这一过程中，努比亚人吸收并借助埃及文化的内涵使他们成为
埃及的正统统治者，获得了埃及人的认可。于是，努比亚人从他者成为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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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比亚人在成为我者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埃及的传统文化，力图从各个方面确立自身统治的
权威性与合法性。对内而言，他们使用埃及文字，崇拜埃及的神祇，模仿埃及的墓葬方式;对外而
言，他们以新王国时期国王的伟绩为自身目标，再现埃及的辉煌。学者们针对努比亚王朝的埃及化
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①，其重点在于努比亚人对于埃及文字的使用，雕塑绘画以及宗教信仰等
内容，而对于第二十五王朝时期努比亚人的对外交往关注较少。实际上，努比亚人对外政策以及对
外交往也是努比亚人成为我者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王朝的国王皮亚到沙巴卡，从沙布提库到塔哈
尔卡，努比亚人的对外交往发生了质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努比亚人真正地从外来民族转变成为
埃及人，成为我者的一部分。
一、和平友好的第二十五王朝早期对外交往
自古以来，努比亚就是埃及重要的邻国，同时也由于其丰富的黄金资源而一直被埃及控制。在
新王国走向衰弱以后，埃及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也逐渐丧失。与此同时，以现今埃尔·库如地区为
中心，努比亚人开始兴起。到公元前 8 世纪，第二十五王朝建立。［3］第二十五王朝得第一位国王是
阿拉拉(约公元前 780 年—前 760 年) ，他在位时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记载。② 随后继承王位
的是卡什塔(公元前 760 年—前 747 年) ，在他统治时期，努比亚政权开始真正地介入埃及事务。
他将自己的女儿任命为阿蒙神的圣女，成功控制了底比斯的祭司集团，继而进入埃及南方政治集团
的中心。③ 卡什塔之后继位的皮亚(公元前 747 年—前 716 年)更具有侵略野心，公元前 728 年，皮
亚举兵北上，一举镇压了北方三角洲地区的地方贵族势力的反抗行动，为努比亚人控制下埃及铺平
了道路。［4］然而皮亚统治时期，努比亚人并没有全面控制埃及，这一局面在沙巴卡统治时发生了改
变。公元前 715 年，沙巴卡击败了第二十四王朝的国王巴肯拉奈弗(公元前 720 年—前 715 年) ，并
将其处死。沙巴卡占领孟菲斯后，正式确立了第二十五王朝对埃及全境的唯一统治。
至此，沙巴卡不仅成为努比亚人的统治者，同时也成为埃及的唯一国王，努比亚人作为埃及的
统治者正式登上东地中海世界的舞台。刚刚成为整个埃及统治者的沙巴卡是一位稳健的国王，由
于对于埃及人而言，即使努比亚与埃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努比亚人始终还是他者，因此他并没
有急于插手东地中海世界的事务，而是以巩固努比亚在埃及的统治为优先事宜。一方面，针对新亚
述帝国对埃及边境的压力，沙巴卡加强了边境的防御力量，以震慑侵略者;同时对国内的叛乱进行
镇压，安排努比亚人成为埃及重要城市的官员，加强努比亚人对埃及的控制权。［5］另一个方面，沙
巴卡继承了埃及的传统宗教信仰，继续推行阿蒙神崇拜，同时他在孟菲斯城重新恢复了普塔神的信
仰，［6］肯定了孟菲斯以及普塔神的重要地位。沙巴卡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是为了巩固努比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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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罗克的两本著作《库什王朝》以及《两个世界之间:公元前 3700 年至 500 年古代努比亚与埃及的边境》
对努比亚人与埃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讨论;郭丹彤教授的《古代埃及文明归属问题探析》(《东北师大学报》
2012 年第 1 期)和《对立、转化与认同———我者与他者关系的三个层次》(《光明日报》2017 年 11 月 13 日)针对努比
亚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归属以及努比亚文明与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于阿拉拉的记载，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二十五王朝国王塔哈尔卡的铭文之中，塔哈尔卡称他为“我祖母的
兄弟，部落的族长，拉之子，阿拉拉”，他的名字使用了王名圈，但是没有称呼他为国王。参见:M． F． Laming Macad-
am，Temples of Kawa:I． The Inscriptions，Tex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 36;T． Eide，T． Hagg，Ｒ．
H． Pierce and L． Trk，Fontes Historiae Nubiorum，Vol． I，Bergen:University of Bergen，1994，p． 173;László Trk，
The Kingdom of Kush:handbook of the Napatan-Meroitic civilization，Brill:Leiden，New York and Kln，1997，p． 147。
阿蒙神的圣女(Divine Adoratrice of Amun)源于埃及第二十三王朝(公元前 818 年—前 715 年)的国王塔克
罗特三世任命舍皮努皮特一世为阿蒙神的圣女，继而控制了底比斯阿蒙神祭司集团，之后的国王都采用这一做法
来控制底比斯阿蒙神祭司集团。参见:K． A． Kitchen，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1100BC-650BC) ，
Warminster:Aris ＆ Phillips，1973，p．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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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更重要的是确立努比亚人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这正是努比亚人为了成为我者而做出的
努力。
沙巴卡的对内统治是行之有效的，虽然他没有能够完全扫平三角洲地区的地方势力，但是总体
而言，埃及人接受并臣服了努比亚人的统治。然而外部的威胁依旧存在，因此如何妥善地处理与东
地中海世界诸国的关系，保障埃及的领土安全，对于沙巴卡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公元前 712
年，阿什杜德的国王亚玛尼不甘于臣服新亚述帝国的统治，起兵反抗，新亚述帝国的国王萨尔贡二
世(公元前 722 年—前 705 年)率军镇压叛乱，亚玛尼不敢与萨尔贡二世正面交锋，逃亡埃及。［7］亚
玛尼本以为埃及会给他提供一定的帮助，至少能够让他藏匿一段时间，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埃及
国王)给亚玛尼戴上了铁制的手铐和脚镣，他们将他送到新亚述帝国，送到我面前。”［8］根据这一战
争的时间推断，埃及的国王应该就是沙巴卡。这是沙巴卡首次面对新亚述帝国以及叙巴地区的纷
争，但是沙巴卡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埃及国王那样出兵帮助亚玛尼，反而是扣押了亚玛尼，并将其引
渡给了新亚述帝国。① 沙巴卡的这一做法并不像传统的埃及国王，他选择了避战，并试图同新亚述
帝国维持一个和平友好的交往关系。
作为一个从努比亚远征到埃及，继而征服埃及本土的努比亚国王，沙巴卡对埃及的周边局势有
着明晰的判断。他并不希望因为帮助阿什杜德的君主而激怒萨尔贡二世，继而导致新亚述帝国对
埃及产生敌意后入侵埃及领土。因此他宁愿舍弃埃及传统的外交政策，即放弃对叙巴地区的保护
与援助，转而与新亚述帝国交好，甚至用亚玛尼来换取萨尔贡二世对埃及的友好。沙巴卡对叙巴地
区的国家关上了埃及的大门。这一做法对于埃及来说，损害了埃及在叙巴地区国家的信誉。但是
权衡利弊之后，埃及国王选择了对自身利益最大的示好政策，避免新亚述帝国对埃及本土的入侵，
保证了自身领土的安全。
公元前 705 年，萨尔贡二世在战争中意外身亡，［9］辛那赫里布(公元前 704 年—前 681 年)继承
了王位。② 虽然新亚述帝国内部经历了权力的更迭，但是并没有影响埃及国王沙巴卡对新亚述帝
国的态度。他延续了对新亚述帝国的一贯态度，同其保持友好的交往。这一和平交往的证据来源
于位于尼尼微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宫殿中发现的 4 枚埃及印章。［10］这四枚印章上或雕刻有埃及
国王的王名圈，或雕刻埃及的神祇，其中一枚上面雕刻的埃及国王的名字清晰可辨，即沙巴卡，埃及
第二十五王朝时期的国王。据学者们推测，这些印章的制作时间在公元前 705 年前后，即这枚印章
可能是沙巴卡与萨尔贡二世或者与辛那赫里布之间的通信记录。③ 扎马扎洛娃认为，这是信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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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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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元前 712 年亚玛尼引渡去新亚述帝国的这一事件，历史记载存在一些差异。最早发现的萨尔贡二
世的文献中，并没有提及将亚玛尼遣送去新亚述帝国的国王是谁，但是 1968 年发现的塔尼·瓦铭文中确实记载
了:“他给亚玛尼戴上了手铐和脚链……他(沙比提库)将他(亚玛尼)作为俘虏送到了我这里。”因此学者们对此产
生了极大的争议。本文认为，沙巴卡在公元前 716 年继承王位，此时他继承的库什王朝的王位，在公元前 715 年，他
征服了埃及本土，称自己为上下埃及之王，同时成为了埃及的国王，至此沙巴卡成为了库什与埃及的国王。而在沙
巴卡确立了以孟菲斯为中心的努比亚人统治之后，他无力统治远在南方的努比亚地区，因此他任命沙比提库为库
什的管理者。因此，这一时期埃及的最高统治者为沙巴卡，真正授意沙比提库将亚玛尼引渡前往新亚述帝国的国
王应是沙巴卡。参考 G． Frame，“The Inscription of Sargon II at Tang-i Var”，Orientalia，1999，Vol． 68，pp． 2-18，
James K． Hoffmeier，“Egypt’s Ｒole in the Events of 701B． C．:A Ｒejoinder to J． J． M． Ｒoberts，”in Jerusalem in Bible
and Archaeology:The First Temple Period，Edited by Andrew G． Vaughn and Ann E． Killebrew，Birll:Leiden and Bos-
ton，2003，p． 287;K． A． Kitchen，“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for Aegeanists”，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Ar-
chaeomety，2002，Vol． 2 ，pp． 5-12。
辛纳赫里布继位的年代存在争议，本文采用《剑桥古代史》中的观点，即辛纳赫里布于公元前 704 年成为
新亚述帝国的国王。参见 J． Boardman And N． G． L． Hammond(eds．) ，The Cambridge Anceint Histroty． Vol． III，Part 2，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 104-105。
塔德摩尔认为这枚印章体现沙巴卡与辛纳赫里布之间的通信，扎玛扎洛娃则认为这体现与萨尔贡二世之
间的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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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印章，只可惜内部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根据沙巴卡对新亚述帝国的一贯态度可以推测，沙巴
卡的信件内容应该是向新亚述帝国表示友好的，两位国王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11］
纵观沙巴卡执政的时期，他的对外政策的一贯方针就是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外在环境。虽然
这一政策与埃及王国时期的对外扩张政策并不相符，但是对于当时的埃及而言，它并没有足够的实
力进行扩张战争，也无法与正在势头上的新亚述帝国相对抗。但是沙巴卡并没有放弃在经济上的
对外往来，除了一直以来的马匹贸易之外，萨尔贡二世还开通了贸易口岸，与埃及展开了积极的贸
易往来。［12］沙巴卡的对外交往策略给埃及带了数十年的和平，埃及也逐渐恢复了实力以及对外征
伐的野心。
二、对外扩张的第二十五王朝中期对外交往
公元前 702 年沙巴卡去世，同年沙比提库(公元前 702 年—前 690)继承王位。沙比提库在继
承埃及王位之后，埃及对待东地中海诸国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首先从他改变他的王
名开始。沙布提库首先将他的荷鲁斯名改为埃及第五王朝时期一位国王的王名，即杰德·赫乌
(Jd-haw) ，意思为坚韧的形象;将拉之子名改为玛瑞·普塔(mry-Pth) ，意思为被普塔神所爱着的，
这一王名表达了他对孟菲斯城的守护者普塔神的敬意。［13］这两个王名具有浓重的复古色彩，体现
了第二十五王朝对埃及古王国文化的推崇。同时，沙比提库借用了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国王图特摩
斯三世(公元前 1479 年—前 1435 年)的王名来命名他的两土地之名和金荷鲁斯之名，两土地之名
为阿赛菲特姆塔威奈布，意思为受到所有大地尊重之人;金荷鲁斯之名为阿赫普塞赫威帕杰德，意
思为拥有强健的双臂以毁灭九弓之人。［14］图特摩斯三世是埃及新王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国王，他率
军在米基都击败了米坦尼人，获得了对叙巴地区的控制权。沙比提库将这位国王的名字作为自己
的王名，其用意不言而喻，他希望能够重振埃及的国威，再次控制叙巴地区。科琛认为，沙比提库王
名的转变体现了其对外政策的转变;［15］托罗克认为，这一王名不仅意味了对外政策的改变，同时更
体现了沙比提库的野心。他希望能击败新亚述帝国，重新成为叙巴地区的霸主。［16］
沙比提库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王名，同时他也开始重新安排国内的军事力量。他任命塔哈尔卡
(公元前 690 年—前 664 年)为军队的指挥者，并和军队一起前往北方。塔哈尔卡《卡瓦铭文》第四
篇记载了这一变动:“现在，年轻的陛下(塔哈尔卡)在努比亚，他是国王的兄弟，拥有愉悦的爱。他
(沙比提库)爱他(塔哈尔卡)远胜过他的所有兄弟。他经过阿蒙行省的吉姆帕腾，他向神庙的大门
行礼，与他一起前往北方的还有陛下(沙比提库)的军队。”［17］沙比提库将军队调往北方的这一举
措有双重的含义，单单从调动军队这一行动来看，可以认为是埃及的北方可能出现了异常情况，需
要埃及的军队前往增援或者镇压;如果结合沙比提库修改了他的王名，我们可以推测调动军队更深
次的含义在于沙比提库企图夺回埃及对北方地区即叙巴地区的控制权，恢复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势
力范围。
沙比提库的种种作为预示着埃及逐渐改变了它的对外交往的方针，不再消极避战，开始积极介
入近东事务。公元前 701 年，埃及迈出了夺回叙巴地区控制权的第一步。这一时期叙巴地区的部
分城市国家不满辛那赫里布的统治，他们企图摆脱新亚述帝国对他们的控制，辛那赫里布没有给他
们任何机会，直接镇压了所有的叛乱。但是出乎新亚述帝国意料的是一直臣服于它的腓力斯丁人
的城市埃克隆却发生了叛变。对此，辛那赫里布的年鉴有详细的记载:“埃克隆的部分官员、贵族
和人民抛弃了他们的国王帕蒂，埃克隆违背与新亚述帝国缔结的条约和誓言，他们将他(帕蒂)带
上铁制的脚镣，并且将他移交给了犹太王国的国王希西家，他将埃克隆的国王像敌人一样囚禁起
来。他们害怕他们的这一邪恶的行为，于是联合埃及的君主们，以及来自努比亚国王，他们带来了
援助，他们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弓箭手、战车以及战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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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铭文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首先，铭文将埃及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埃及的君主们以及来
自努比亚的国王，这一信息说明新亚述帝国对于埃及的现状了解得非常清晰，埃及人与努比亚人，
埃及此时是一个双重性的国家;①其次，铭文提及了三个国家:埃克隆、犹太王国以及埃及，这三者
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的关系，据此加拉赫尔认为，公元前 701 年战争之前，埃克隆应该
和犹太王国以及埃及结成同盟，准备共同抵抗新亚述帝国。［19］这一同盟关系与沙比提库往北方调
动军队形成对应，沙比提库往北方调动军队的目的在于支援埃克隆，并试图对抗新亚述帝国。
埃及的军队前往支援埃克隆，战争的结果并不让人满意:“在混乱的战场上，我活捉了战车驭
手，埃及国王的儿子以及麦鲁哈之地国王的战车驭手。”［20］根据年鉴判断，新亚述帝国军队明显获
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新亚述帝国的胜利表示怀疑。加拉赫尔认为，新亚述
铭文的记载过于形式化，没有记载实质性的内容。他认为，将这一战争的描述同辛那赫里布与梅尔
达奇·巴拉丹的战争相比，虽然后者没有记录战争过程，但是记录了实质性的结果，即新亚述帝国
占领了两座城市，前者却没有关于占领城市，击败多少敌人的描述。［21］公元前 701 年发生在伊利提
基的战争中，辛那赫里布率军击败了埃及 －库什联军，但是辛那赫里布也很快从腓力斯丁撤兵返回
新亚述帝国，没有进一步追击埃及 －库什联军。因此托罗克认为，新亚述的撤军对于埃及来说就是
一场军事胜利。［22］斯帕灵格在分析盖拜尔·巴克尔神庙廊柱的壁画时发现其中一幅库什军队作战
的场景，这幅壁画中库什军队正在与头戴头盔的士兵交战。这一场景中敌军头盔的样式是新亚述
人的款式，并且这一头盔的使用始于提格拉特皮莱瑟尔三世即公元前 8 世纪中期，持续使用至公元
前 7 世纪时期。［23］根据斯帕灵格的这一分析，托罗克认为壁画很可能描述了库什军队与新亚述帝
国军队交战，并击败新亚述帝国军队的这一事情。［24］瑞德福德也认为，不论埃及库什联军有没有击
败新亚述帝国军队，对于辛那赫里布而言，埃及出兵帮助腓力斯丁人的城市，就是对新亚述帝国在
叙巴地区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埃及的出兵是有成效的。［25］
综合上述学者的看法，公元前 701 年埃及对埃克隆地区的增援，虽然没有完全击退新亚述帝国
的入侵，但是埃及已经彻底改变了沙巴卡时期的对外交往的方针与态度，主动介入近东事务。即使
埃及没有能够击败新亚述帝国，但却至少延缓了新亚述帝国控制犹太王国以及入侵埃及的脚步。
埃及再次展示了它对于近东事务的影响力，沙比提库的这一决策提升了努比亚人的地位，这是第二
十五王朝恢复埃及国际影响力的一次努力，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对外扩张的失利与第二十五王朝的终结
沙比提库之后继承王位的是塔哈尔卡，他是第二十五王朝的第六位国王，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
一位国王。在他年幼时，沙比提库就选定他为继承人，并任命他为军队的统帅。公元前 690 年，塔
哈尔卡正式登基为埃及的国王。塔哈尔卡在位期间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在卡瓦神
庙中有大量的资料保存至今，这为我们较为全面地重构塔哈尔卡的统治提供了前提。虽然遗留的
资料较多，但是涉及塔哈尔卡对外交往的资料并不多，而且大部分资料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即便
如此，我们依然能利用有限的资料对这一时期的埃及对外交往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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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铭文中用“麦鲁哈”指代努比亚以及努比亚人，这一用法最先出现在萨尔贡二世的铭文之中。关于辛那赫
里布的铭文之中埃及的国王和努比亚的国王指代的具体是谁，学者们一直存在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埃及的国王
们指的是埃及三角洲地区的地方君主，铭文中努比亚的国王是哪一位国王争议并不大，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指的是
塔哈尔卡。参见:William Ｒ． Gallagher，Sennacherib’s Campaign to Judah:New Study，Brill:Leiden，Boston and Kln，
1999，p． 122;Anthony Spalinger，“The Foreign Policy of Egypt Preceding the Assyrian Conquest”，Chronique d＇Egypte，
1978，Vol． 53，pp． 22-47;Frank J． Yurco，“Sennacherib’Third Campaign and the Coregency of Shbaka and Shebitku”，
Serapis，1980，vol． 6，pp． 221-240。
第 3 期 马一舟:从他者到我者: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对外交往
塔哈尔卡统治的前 15 年，埃及国内以及埃及与周边国家的局势是相对和平的。故此，这段时
间的埃及国家强盛，塔哈尔卡有余力在埃及和库什大兴土木，对神庙进行扩建和修复工作。在进行
神庙的修复过程中，塔哈尔卡留下了大量的关于修复工作的铭文。这些铭文提及其建筑与修复神
庙时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木材，有雪松，杜松，金合欢树，还有来自亚洲的铜”。［26］塔哈尔卡使用来
自黎巴嫩雪松的记载不仅仅出现于卡瓦神庙铭文之中，底比斯的官员蒙泰蒙赫特在他的自传体铭
文也曾记载:“我为阿蒙神制作了 80 肘尺长的圣船，用雪松做了最好的平台。”［27］在姆特神庙的修
复工作中他也提及:“我用石头修建她的神庙……大门是用新的雪松和科德特木，上面装饰了来自
亚洲的铜，镶嵌雕像上使用了金银，门闩和结扣……镶嵌了黄金和价值连城的宝石。”［28］这段描述
出现几种木材的名称:雪松、杜松以及金合欢树。雪松和杜松都是生长在叙利亚，特别是黎巴嫩地
区的树种，长期以来埃及都从黎巴嫩获得雪松以供建筑工程之需。但是在提格拉特皮莱瑟尔三世
统治时期，新亚述帝国曾禁止腓尼基人将木材卖给腓力斯丁人以及埃及人。［29］根据上述文献，此时
的埃及重新获得了雪松，并用于建筑材料，可见埃及重新掌握了与叙利亚地区的通商渠道，恢复了
与叙巴地区的贸易往来。不仅获得了雪松等木材，塔哈尔卡还从叙巴地区雇佣优秀的花匠来帮助
他照料花园。［30］塔哈尔卡的这一系列记录说明在他统治期间埃及与叙巴地区存在相当频繁的贸易
和人员往来。埃及不仅恢复了同叙巴地区的贸易往来，甚至还与新亚述帝国有贸易往来。《尼尼
微马匹报告》中特别指出埃塞尔哈东(公元前 680 年—前 669 年)统治时期，新亚述帝国使用的马
匹来自库什，报告中还指出在埃及第二十五王朝早期就出现了饲养和出口马匹的机构。［31］
塔哈尔卡统治时期，埃及不仅重新恢复了与叙巴地区的经济往来，同时也在尽其所能地进行一
定程度的扩张。根据卡瓦神庙的记载，他控制了利比亚的一个首领提杰赫努的孩子，［32］这一记录
说明塔哈尔卡可能与利比亚人发生过战争或者冲突;同时萨纳姆神庙铭文也记载了埃及与利比亚
之间的关系。对此，斯帕灵格认为，此时埃及与利比亚仍是埃及传统意义上的敌人，不是友好的邻
居。［33］除了与利比亚人的战争，塔哈尔卡征服了沙苏部落、腓尼基人还有幼发拉底河地区，慢慢恢
复了埃及对叙巴地区的势力。［34］对此，卡尔纳克神庙和萨纳姆神庙铭文都有过较为清晰的记录，其
中关于塔哈尔卡统治早期巴勒斯坦地区向卡尔纳克神庙的阿蒙神缴纳贡赋的记录说明塔哈尔卡控
制了巴勒斯坦地区，这也是第二十五王朝时期埃及势力扩张的证明。［35］
通过塔哈尔卡一系列的经济和外交行为可以看出，塔哈尔卡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充满了野
心与兴趣，并夺回了对叙巴地区的部分控制权。塔哈尔卡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同时也希望恢复埃
及鼎盛时期的荣光。塔哈尔卡留下的多篇铭文同新王国时期的铭文极为相似，由此看出，塔哈尔卡
极力效仿新王国时期的国王，为埃及开疆辟土。
但是历史并没有给塔哈尔卡实现野心的机会。公元前 671 年，埃塞尔哈东入侵埃及:“我一共
行进了 15 天。我每天都与他的军队交战，没有停歇。对于塔哈尔卡，我用弓箭射中了他五次，致使
他的伤口无法愈合，我通过挖坑道、缺口以及云梯围困并占领了他的王城孟菲斯，同时我也摧毁、破
坏并将它付之一炬。”［36］从文献可以看出，埃塞尔哈东与塔哈尔卡进行了激烈的战争，从进入埃及
到攻占孟菲斯，战争进行了 15 天，埃塞尔哈东最终攻占了孟菲斯。在大肆掠夺之后，埃塞尔哈东带
着大量的战利品返回新亚述帝国，同时还带走了塔哈尔卡的妻子和儿子。［37］回到新亚述之后，埃塞
尔哈东将自己的功绩铭刻在一块石碑之上，并且将被他打败的塔哈尔卡刻画成一个极小的、鼻子上
套了环的萎缩的形象。埃塞尔哈东的这一入侵导致埃及沦为新亚述帝国的附属国，叙巴地区以及
埃及全部成为新亚述帝国的一部分。塔哈尔卡的野心就此终结，业已获得的种种优势也全部丧失。
埃塞尔哈东的入侵使塔哈尔卡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但是塔哈尔卡依然企图“为您(阿蒙神)
带回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贡赋。啊，阿蒙神，我的妻子(空缺) ，请让我的孩子活下来，将死亡从
我身边带走”。［38］这段铭刻在卡尔纳克神庙石柱上的铭文揭示了塔哈尔卡的不甘和无奈。铭文中
塔哈尔卡说“请让我为您带回叙巴地区的贡赋”，清晰地揭示了塔哈尔卡希望夺回对叙巴地区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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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将埃及的势力扩展出去的愿望。然而遗憾是，他的这一愿望却没有实现。①
两年之后，塔哈尔卡重新占领孟菲斯，恢复了努比亚人在埃及的统治。得知这一消息，公元前
669 年，埃塞尔哈东准备再次远征埃及，但却病死在远征途中，塔哈尔卡得以继续在埃及的统治。
公元前 667 年，埃塞尔哈东的继承者阿舒尔巴尼拔(公元前 668 年—前 627 年)再次进攻埃及，“埃
及和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塔哈尔卡，他在孟菲斯得知了我的军队前进的消息。他召集他的战士来与
我对抗，为他们提供装备来抵抗和战斗。与我一起前进的阿舒尔、贝尔、纳布，伟大的神，我的主人，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开阔的平原上打败了他(塔哈尔卡)的军队。塔哈尔卡在孟菲斯听闻了他军
队的失败。极其伟大的阿舒尔和伊斯塔尔战胜了他，他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陛下的骄傲，以及天
上地下诸神为我加冕使得我打败了他。他抛弃了孟菲斯，逃往底比斯来保存性命。我夺取了孟菲
斯，我的军队进驻孟菲斯，我占领了这座城市。”［39］塔哈尔卡弃城而逃，战争很快就结束。阿舒尔
巴尼拔重新占领了孟菲斯。
公元前 664 年，塔哈尔卡去世，塔努塔蒙(公元前 664 年—前 656)继承王位。② 同年，塔努塔蒙
挥兵北上再度占领孟菲斯。［40］得知这一消息的阿舒尔巴尼拔再次进攻埃及，将塔努塔蒙赶出孟菲
斯，并且将其直接逼回努比亚，彻底结束了努比亚人在埃及的统治。
四、余论:第二十五王朝———他者转化为我者的成功范例
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正是由于尼罗河为古代埃及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地
理环境，古代埃及人随之产生了强大的民族优越感。古代埃及人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中心，埃及之外
的所有土地都是边缘，他们都应该围绕埃及转动。正是在这一世界观之下，埃及人有着极为强烈的
我者与他者的观念。古代埃及文明中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有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二者是相互
对立的，它们在内涵上非此即彼，从而凸显出二者的不同;其次，二者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立与排
斥，我者的构建以承认他者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他者，就没有我者;最后，二者非此即彼的关系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发生转化，并最终走向认同。”［41］
努比亚人与埃及之间的关系也符合这一由对立到相互认同的过程:努比亚人最开始时是埃及
的附属，属于埃及的边缘;随着埃及文明的进入，努比亚人吸收了埃及文明，建立了国家。而在埃及
衰弱的时候，努比亚人强势介入埃及，成为埃及的国王。埃及人接受努比亚人统治的这一过程，也
就是埃及人接受他者统治的过程。埃及文化与努比亚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互相的认同，努比亚
人由他者转化为我者。
努比亚人建立的第二十五王朝正是他者逐步得到我者认同，并转化为我者的重要一步。第二
十五王朝的君主们，特别是入主埃及之后的君主，他们接受埃及传统的政治、宗教与对外交往的政
策。学者们认为，努比亚人接受埃及文化主要体现在宗教上继续推行阿蒙神信仰，以及在孟菲斯恢
复普塔神崇拜;文化艺术上推行复古主义，采纳古王国时期的艺术形式，全面复兴古埃及艺术。不
仅如此，第二十五王朝的对外政策也是努比亚人接受埃及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埃及统治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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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者们对铭文中的记载存在一些争议。塔哈尔卡的铭文中提及夺回叙巴地区?那么在埃塞尔哈东再次进
攻叙巴地区之前塔哈尔卡是否控制了叙巴地区?本文认为，公元前 701 年辛那赫里布已经控制了叙巴地区，即使
之后辛那赫里布撤回新亚述，埃及依然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这一地区，但是埃及依然同叙巴地区存在贸易往来，叙巴
地区的国家依旧会依靠埃及来抵抗新亚述帝国的入侵。参见:Jeremy Pope，“Beyond the Broken Ｒeed:Kushite inter-
vention and the limits of l’histoire événementiele”，in Isaac Kalimi and Seth Ｒichardson(eds．) ，Sennacherib at the Gates of
Jerusalem:Story，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Leiden and Boston:Brill，2014，pp． 105-160。
塔努塔蒙的统治时间分为两个部分，即作为埃及和努比亚的双重统治者的统治时间，以及作为努比亚统治
者的时间。他在埃及的统治时间为公元前 664 年，他返回努比亚之后继续统治，直到公元前 656 年。
第 3 期 马一舟:从他者到我者: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对外交往
部分。
自卡什塔开始，努比亚国王称呼自己为“上下埃及之王”，并开始对埃及的征服;到皮亚统治时
期，他使用了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的两夫人名和金荷鲁斯名作为自己的王名;沙比提库统
治时期，他也借用了第五王朝时期国王的王名作为自己的荷鲁斯名，同时也使用了图特摩斯三世的
两土地名和金荷鲁斯名;塔哈尔卡则是部分地继承了沙比提库的王名。努比亚国王借用古王国国
王的王名，是为了说明他们是埃及政权的正统继承者，合法的统治者;借用图特摩斯三世的王名则
说明努比亚国王们渴望成为图特摩斯三世一样的国王，为埃及开疆辟土，建立功勋。
在对外政策上，沙比提库之前的国王更多地需要巩固努比亚在埃及的统治，稳定埃及政局，因
此追求更为稳妥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沙巴卡统治时期，他为埃及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埃及
得以迅速恢复实力。自沙比提库起，埃及开始对外征战。虽然没有战胜新亚述帝国，但是埃及却征
服了利比亚人，控制了叙巴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埃及昔日的辉煌。努比亚统治者在对内政策上
向埃及古王国靠拢，在对外政策上则以新王国为榜样，以恢复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势力范围为目标，
表明努比亚人的内政外交都以埃及的传统策略为统治政策。接受埃及文化是异族统治者为了稳固
其在埃及的统治所采取的必要措施。［42］最终，第二十五王朝成为埃及文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埃及人接受了努比亚人，他者成功地转化为我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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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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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Foreign Ｒelations of the 25 th Dynasty of
Egypt in the View of“I”and“Others”
MA Yi-zhou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Because of their perfect living environment，ancient Egyptians thought they were the center of the world，and re-
gions beyond Egypt were considered to be“others”as wild places． In the 7th century BC，the Nubians founded the 25th
dynasty，becoming the ruler of Egypt． They absorbed Egyptian culture，traded with Syria － Palestine，and sought to restore
Egypt’s influence on the Near East． In the end，the Nubians was acknowledged by Egyptian and assimilated into Egyptian
society．
Keywords:“I”，“Others”，Nubians，25th dynasty of Egypt，foreig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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